
资源下乡背景下的村级治理能力探赜

过去40年，在市场化和现代化浪潮推动下，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变革，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

”转型[1]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不再从农村汲取资源，而是向农村投入资源以支持乡村发展。尤其是乡

村振兴战略提出以后，国家向农村投入资源的力度、密度和覆盖范围不断加大，资源下乡既是新时期

乡村治理的重要制度背景，也是乡村建设发展的资源基础。然而，资源下乡作用于乡村社会如何影响

乡村政治生态变迁？国家资源输入是否必然带来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如何以资源下乡为契机实现乡

村有效治理和社会有序发展？都是事关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实现的重大实践命题。立足于南京农村

的田野调研发现，资源下乡并不必然带来乡村治理能力的提高。本文在呈现资源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

困境基础上，具体分析资源下乡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影响及优化路径。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直观意义上，治理能力是治理主体在治理活动中显示出的活动质量[2]。已有研究关于治理能力的讨论

，较多着眼于国家层面讨论国家治理能力。王浦劬等认为，国家治理能力是政治权力主体和公民权利

主体运用国家制度体系进行国家治理和参与治

理的能力[3]

，且并不存

在整体性的、抽象的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必然由一系列具体能力构成[4]。米格代尔(Joel S. Mi

gdal)认为国家治理能力包括“渗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及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

用资源”[5]

；王绍光、胡鞍钢认为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等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6]

。在此基础上，学者衍生出关于地方治理能力和村级治理能力的概念界定。楼苏萍从目标、资源和管

理工具三个维度，提出目标识别与整合能力、资源整合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以及合作治理的控制能力

是地方治理能力的关键要素[7]

。李敏等从治理过程的角度将村级治理能力界定为村级组织引导村民依法民主自治以保障村民权益及

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并将村级治理能力具象化为资源获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组织能力、公

共服务能力四个方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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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静从村级治理结果的角度，认为村级治理能力是村级组织在与其他治理主体互动交往中实现既定

组织目标的能力[9]。

关于资源下乡对于村级治理能力影响的研究，学者们立足于正向叙事和负向叙事两个角度，呈现了资

源下乡对村级治理能力形成的复杂性影响。一方面，资源下乡作为重要的历史契机能够从多个方面促

进和改善乡村治理实践。如在国家与农民关系方面，资源下乡为群众动员提供了载体，在村庄内部围

绕着资源使用建立的公共性是重建国家

与农民联结的重要途径[10]

；在社会整合方面，村庄以输入性资源为媒介，通过互动机制、激励机制、动员机制、责任机制重构

村庄文化网络，作为一种建构性力量实

现了对村庄秩序的整合[11]

；在公共品供给方面，资源下乡改善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物质基础，对于弥合我国城乡公共产品的断

裂，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除了这一正向叙事之外，许多治理实践表明，国家资源输入非但没有转化为有效的治理资源，

反而成为制造矛盾的导火索，造成乡村社会的失序[12]

。伴随资源的输入，国家权力通过组织科层化、干部下乡、强化监管以及技术治理等方式嵌入乡村社

[13]

；由于国家资源输入只强调服务群众而忽视组织群众，致使群众依赖性增长、自治能力弱化，治理资

源难以顺利转化为治理能力[14]

。更为严重的是，资源分配过程遵循特殊主义运作逻辑所建立起的以“权力”为分配中介，并具有广泛

[15]。

整体而言，已有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主要聚焦于资源分配环节进行分析，认为国家资源在村级

的去公共性分配是村级治理困境的主要成因；第二，主要关注了以村庄精英为主体的利益博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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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分利秩序”和“精英俘获”的发生机制和困境；第三，从一种整体性视角和模糊性视角理解村级治

理，没有进一步分析村级治理的具体意涵。作为对已有研究的回应和接续，本文致力于围绕以下内容

展开进一步研究：第一，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资源下乡背景下的村级治理能力，在对村级治理能力与治

理需求的匹配性分析基础上，呈现村级治理困境和优化路径；第二，将研究视域从资源分配过程下移

到资源落地过程，将研究对象从精英之间的利益博弈转移到普通村民在资源落地中的行为逻辑，以及

普通村民与村庄精英的博弈策略。

村级治理的“一线性”特点决定了村级治理难以如同科层体系遵循“命令-执行”的逻辑向村民落实治理任

务和提供服务，村干部与村民、村民之间的利益博弈作为村级治理的常态化实践，既是达成村级治理

目标的主要途径，也是村级治理问题的主要成因。而无论在政策执行还是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广泛存

在于集

体行动中的“不

合作者”为了获取更多公共价

值而在村级治理中采取拖延、不合作等策略[16]

，成为村级治理有效推进的最大阻碍。在资源下乡背景下，若缺乏对不合作者的有效治理，村级治理

便陷入与不合理诉求的死缠烂打中，村干部集中精力应付边缘群体，而难以组织主流群体开展积极主

动的村庄治理。不合作者是影响村级治理的关键少数，能否有效治理不合作者是村级治理能力的重要

衡量标准。因此，本文以资源下乡背景下的不合作者治理能力为切入点，展开资源下乡背景下的村级

治理能力研究。首先，本文以南京A村的治理实践为经验案例，在分析资源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不合

作者面临的困境基础上，呈现村级治理能力弱化的现状；接着，结合村级治理实践具体分析资源下乡

出现村级治理能力弱化的成因；最后，提出资源下乡背景下提升村级治理能力的路径，进一步探讨乡

村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方向。

二、资源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能力弱化的现状

A村位于南京市溧水区H镇西南部，是H镇政府所在地，2002年左右由三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村庄面积

6.8平方公里，下辖15个自然村，人口4906人。乡村振兴背景下，A村凭借位于镇政府所在地的区位优

势，成为政府资源输入和打造的重点村。在国家资源支持下，A村从2017年开始进入村庄发展建设高

峰期，2017年开展实施了18个小型工程、2018年20个、2019年8个、2020年13个，项目总资金达600

多万元。除此之外，在基层政府资源支持和考核激励下，村庄还积极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治理任

务包括村庄卫生清扫和保洁、旱改厕、消灭露天粪坑、整治乱堆乱放、圈养鸡笼、塘坝清理等。无论

                             ?? 3 / 16



是项目建设还是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都需要村干部直接面对村民做工作，以获得村民配合并实现对村

民生活习惯的现代化改造。然而在村庄的治理实践中，不合作者是村干部推动村庄建设和落实治理任

务的主要阻碍，并使村庄陷入新的治理困境。

（一）村庄治理的梗阻：不合作者崛起

“在A村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村内一处沿路的空旷宅基地杂草丛生，影响村容村貌，村委会计划

将这块地用来修建健身广场，供村民休闲娱乐。这块宅基地20世纪90年代批给了一张姓农户，当时张

姓农户受资金限制只建了院墙，如今院墙因常年失修也接近倒塌。后来张姓村民在父母老宅基地上重

新建房，这块宅基地就一直荒废。村委会修建广场时，张姓村民坚持这块宅基属于自己，并阻扰施工

，要求村委会按照征地拆迁的标准补偿自己。村委会认为张姓农户在获得宅基地5年内并没有将房子

建起来，按照村规民约，这块宅基地实际上已属于被村集体收回的状态。然而张姓村民并不认可，并

多次阻扰施工，健身广场建设难以开展。”

在农村基层治理实践中，不合作者广泛存在于基层治理实践中，根据不合作者的内在动力不同，表现

出维权型不合作者和谋利型不合作者两种类型。前者是单个农户不能将公共利益的外部性内部化，公

共利益的成本又无法参照利益进行分摊，从而引起利益受损户的“扯皮”并阻止施工；后者是农民个体

利益并没有受到损害，而是想在项目实施中谋取更多个人利益。在资源下乡背景下的A村治理实践中

，不合作者发生了由维权向谋利转型，部分村民在维权话语支撑下，以谋利为主要目的，在村级治理

中采取不合作行动，阻碍村级治理目标的顺利落地。A村资源落地中的谋利型不合作者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村干部在国家资源支持下执行治理任务，不合作者通过与村干部博弈谋取的是国家利益，因

为与普通村民的直接利益关联较弱，因此不合作者较少受到来自熟人社会的压力。村庄甚至产生了“国

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社会心理，单个不合作者谋利成功形成的示范效应怂恿着更多不合作者向村级

治理发起挑战。第二，农村法治化建设不断推进背景下，不合作者博弈具有更强策略性，在“合法”行

动范围内谋取“不合理”诉求。农民以个体利益受损为博弈起点，维护个人权利是其行为的合法性支撑

，“非暴力、不合作”是博弈采取的主要手段。维护个人利益的博弈话语呈现了农民的弱势者形象，不

违法的博弈策略使得村级组织难以援引制度性力量制约其博弈行为，村干部反而在与不合作者的博弈

中处于劣势。

（二）不合理利益交换：不合作者“摆平”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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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治理的重要属性是直接面对群众、接触群众。群众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决定了村级治理难以遵循科

层系统惯例照章办事，而需要在具体治理情境中综合运用多种治理手段达成治理目标。在已有治理实

践中，强制、动员和交换是治理主体应对不合作村民使用的三种治理策略（如表1所示）。

强制是以暴力威胁和暴力惩戒为基础的不合作者治理技术，治理主体以暴力手段和威胁使用暴力为支

持，强制性要求不合作者配合贯彻落实治理目标。合法性暴力由政府执法机关掌握，在基层治理非规

范时期，为推进农业税和计划生育等国家治理任务的落实，基层政府赋权特定主体协助村干部强制性

推行治理任务。动员的治理手段即在不合作者治理过程中发动、组织和吸纳普通村民参与，通过社会

舆论和社会关系向不合作者施压，促成不合作者与村庄社会达成妥协。组织动员是将不合作者治理成

本内部化的重要途径，通过村庄闲话、社会舆论等方式使不合作者污名化、标签化、边缘化，形成对

不合作者的社会性惩罚。交换是指治理主体通过利益妥协和利益输送的方式换取不合作者的配合。用

来与不合作者进行利益交换的公共资源有两种，一是公共政策资源，如早期农村低保管理非规范时期

，基层普遍存在着的“治理保”“维稳保”。二是公共资金，村干部利用村级组织能够自主支配的集体资

金和国家资源，向不合作者输送制度外的“好处”，从而换取不合作者的配合。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资源

的私人化和去公共性配置。

随着基层治理规范化和村庄社会关联不断弱化，强制和社会动员等税费时期治理不合作者的常用手段

在村级治理中的使用空间不断萎缩，利益交换成为当下A村村干部摆平不合作者的主要手段。利益交

换在村庄治理中具体表现为两方面，第一，资源下乡使村干部掌握的治理资源变得丰富，在输入性资

源支持下，村庄治理中很多需要组织农民、动员农民参与解决的治理问题，村干部都通过市场化购买

服务的方式解决，将组织成本转化为经济成本。如人居环境整治中涉及村民门内户外的卫生清扫工作

，村干部为了避免在动员村民时发生矛盾，便通过雇佣小工的方式支付劳务报酬，请专人负责卫生清

扫。第二，对于村庄治理中以谋利为目的的不合作者，村干部通过利益妥协和交换进行“摆平”。利益

交换的治理方式实质是将社区治理中的所有组织成本都转化为经济成本，将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间的

政治性关系和公共性关系，转化为单向度的资源供给和市场交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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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村在推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时要求所有农户将堆放在门口的柴堆移入院内。一农户家中早已不用灶

台，但门口一直摆放着柴堆，并以院落较小为由拒不配合村干部移除柴堆，并提出村干部可以掏钱将

柴堆买下。面对这一治理难题，在缺乏有效治理手段的背景下，村干部在上级检查压力下最终以补偿

燃气费的名义给予该农户一定的资金，将柴堆买下完成柴堆清理任务。为防止村民效仿，这一处理方

式一直私下展开。”

“村庄建设使一些田地用水困难而难以种植，村民每到用水时便到社区争吵，要求社区解决用水问题，

社区为一次性解决问题，按照750元/亩的价格将土地流转到集体。目前社区流转土地共1200亩，其中

400亩暂无开发计划，成为荒地。而政府在治理土地抛荒的压力下，社区干部又雇佣村民将所有抛荒

地都种植成芝麻。”

（三） 不合作者治理失效：不合作思维蔓延

就A村治理实践而言，资源下乡使村级组织掌握的治理资源变得丰富，村干部通过灵活配置资源进行

村庄治理，将复杂的群众工作简化为一次性的经济交换过程，虽有助于短期内完成政府自上而下输入

的各项治理事务

，然而这一治理过程也使村庄陷

入“行政有效而治理无效”的尴尬境地[17]

。输入性资源使村干部具有通过利益供给和利益妥协摆平村民的资本。然而，就治理需求而言，村级

治理在短期内回应了基层政府的治理需求，却难以有效对村庄内生性需求做出回应；就治理主体而言

，依赖于国家资源的村干部是村级治理的唯一实践主体，缺乏村干部的组织和动员，村民参与虚化；

就治理手段而言，利益交换和利益妥协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资源的私人化配置方式，损害着公平正义的

社会规范。因此，资源下乡反而使村庄陷入治理能力弱化的困境。

“在推动人居环境整治时，政府要求消灭露天粪坑，村干部按照统一补偿标准向村民落实工作。一家农

户要求村干部提高补偿标准，并以实际行动阻扰施工。多次调解无效后，村干部曾乘其不备将粪坑封

上，而该农户发现后立刻将已封好的粪坑砸开。最终，为了完成消灭粪坑的任务，村干部私下增加对

其补偿标准将粪坑封掉。然而事毕之后，该农户在村庄到处宣传和炫耀，‘你们好说话的那点钱就同意

了，我还不是比你们得的补偿多’。村民听闻这一消息纷纷表示不满，找村干部讲理，要求村干部追加

补偿标准，村干部的处境十分尴尬和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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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益交换的不合作者治理策略下，不合作者除了能够不付出任何成本便和其他村民同样享受国家普

惠性福利外，还能够以违背治理规则和社会规范为筹码通过与村干部博弈获得超额利益，这从根本上

改变了村庄利益的分配方式和村庄社会评价体系。在传统村庄，只有遵守熟人社会规则的人才能够获

得集体利益分配，而资源下乡背景下，谋利的不合作者反而通过违背公共规则占据利益分配的优势。

因此，不合作者不再是村庄边缘人，而是有能力攫取超额公共资源的“能人”，遵循公共规则的普通村

民反而成为没有能力、没有出息的“老实人”。这一利益分配方式和村庄价值评判体系进一步促使更多

村民试图通过成为不合作者谋取国家利益。以此，村干部在落实治理任务时，但凡接触村民、需要村

民配合的，都成为村民谋取国家利益的契机，村民一次利益没有得到满足，都将成为其下一次作为不

合作者的资本。村庄社会正义观念瓦解，治理成本无限抬高。

“村庄获得政府资金修整道路，而在项目落地的具体地点选择上，备选方案一为村内道路，村民较常行

走且路面状况较差，但需从农户门前经过并涉及砍树和占地等事务，村干部为避免在与村民谈判中发

生矛盾，便放弃这一方案，而是选择绕道修路，虽增加了经济成本，但减少了社会矛盾。”

三、资源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能力弱化的成因

国家向乡村输入资源支持村庄建设和发展，使资源匮乏的农业型村庄也具有回应村民需求的能力。然

而在资源落地的村级治理实践中，谋利型不合作者的产生及其对村级治理公共性的消解表明，国家资

源输入并未带来村级治理能力的提高。村干部在国家资源支持下通过利益让渡摆平不合作村民推动落

实村庄建设项目，实践的治理方式是具有市场性的利益交换而非政治性的群众工作。既没有在坚持集

体利益的基础上对谋私利的村民进行教育和制约的能力，也没有动员其他村民和村庄精英共同参与村

庄治理，不合作者治理成为村干部与不合作村民的私人性博弈。资源下乡改变了村庄公共品供给方式

、重塑了村干部治理逻辑、向村干部提出新的治理要求，使村级治理出现村民参与虚化、村干部治理

动力弱化、干群关系失衡等困境，是资源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能力弱化的主要原因。

（一）公共品制度内供给与村民参与虚化

分田到户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经历了制度外社会自主供给向制度内国家供给的转变。税费时期汲取

型治理模式下，国家向农村汲取资源支持城市工业发展，由于国家输入乡村的资源十分有限，农民生

产生活迫切需要的道路、水渠等公共品只能依靠农民集体行动进行自我供给。农民根据生产生活需要

提出公共品供给诉求，通过集体开会和集体讨论达成公共品供给决策，通过出资出劳分担公共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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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最后共同享受公共品供给福利。农民的权责一体性是这一公共品供给模式的显著特点，也是公

共品供给秩序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农民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直接相关，农民只有承担公共品供给成

本才能享受公共品福利，因此农民具有分担公共品供给成本的动力。另一方面，农民个体间利益也具

有相关性，公共品使用具有非排他性，单个农户的搭便车行为容易使公共品供给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

，从而直接影响每个村民个体利益，因此，此时农民具有参与治理不合作者的动力。

资源下乡开启了以项目制为代表的公共品制度内供给模式，学者将其总结为“制度内的自上而下决策机

制”[18]

。项目制具有专项目标明确、资金分配平衡、预算结构清晰、过程管理严格、程序技术合理、审计监

督规范、实施过程一统到底等特点[19]

。但不管是项目指标的分配，还是项目工程的规划、招标以及实施管理，都是以县级职能部门为主体

，乡村社会在项目实施中只具有有限的话语权。同时这一制度内的公共品供给模式并没有预留村民参

与的制度空间，村民只是被动享受服务的客体。缺乏村庄社会的主体性参与，公共品供给面临两种困

境：一是供需错位与农民对公共品认同弱化。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难以紧密贴合农民集体需求，直接

改变着农民对公共品的认知，即公共品供给是“国家治理任务”而非切实关系农民利益的“集体事务”。

二是当农民在认知中将公共品供给与个体利益脱钩时，农民便不会具有承担公共品供给成本的动力，

即公共品供给中不合作者损害的是村干部和政府的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因此也就缺乏参与治理不合

作者的动力。当村级治理难以实现村民动员和村民参与时，村级治理成为孤立无援的村民与谋利村民

间的个体性博弈，村庄社会资源难以发挥治理效益，所有治理成本由政府承担。

（二）村级组织行政化与村干部治理动力不足

国家治理资源匮乏的农业税费时期，收取税费和推行计划生育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这两项工作关

乎农民切身利益且公私冲突强烈，需要基层干部与分散的农户直接打交道。由于基层政府掌握的制度

资源有限，在村庄更缺少社会资源的支持，因此只能依靠村干部落实治理目标。在“乡政村治”治理格

局下，基层政府通过结果考核和非正式经济激励向村干部提出底线治理要求，村干部在村级治理实践

中具有较强自主性。这一时期村干部的治理动力来源于两方面：第一，经济激励。税费时期，村干部

任职所能获得的务工补贴较少，村干部的经济激励主要是完成农业税费和计划生育任务后，基层政府

按比例返还的资金以及政府让渡的灰色谋利空间。第二，政治效能感。在村级治理非规范化时期，村

干部掌握着公共资源在村庄的分配权力，具有约束村民的能力。对于不配合村级治理和村庄建设的村

民，村干部能够通过非正式制度手段对其进行惩戒，如拒不开证明、拒绝审批宅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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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资源丰富提高了国家反馈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治理事务和治理规则以资源下乡为媒介不断输入乡

村，开启了村级治理行政化进程，并从两方面弱化村干部的治理动力。首先是村级治理自主性收缩弱

化了村干部治理的政治效能感。村级组织从组织村民自治的组织，转变为兑现国家治理承诺的组织；

村干部从村庄“当家人”转变为政府“办事员”。照章办事是村干部治理行为的主导逻辑，政府面对无理

但不违法的不合作者缺乏制度性规制能力，村干部便也缺少治理不合作者的制度支持和制度压力。其

次是村干部向上对基层政府负责，更为关注治理任务能否顺利落实而倾向于忽视治理的经济社会成本

。因此，在村级治理实践中，以落实任务为导向，村干部更易在制度空间内选择利益交换等策略和手

段快速落实治理任务。在不出事的政治逻辑下，遇到政策执行和公共品供给中的不合作者，村干部通

过输送国家资源成不合作者之美，将治理的组织成本转化为经济成本，使自身从与不合作者复杂的利

益博弈中解脱。

（三）基层治理服务泛化与干群关系失衡

服务型政府指

的是一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

旨，积极承担治理责任的积极有为的政府形态[20]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党的十九大提出“

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稳步增强和治理能力逐步提高，服务型政府从一种

宏观政治理念不断迈向基层治理实践，成为指导基层治理的公共价值核心。然而，作为宏观政治理念

的“服务”一词本身具有边界开放性，在国家资源支持下落实为基层治理实践时，出现服务泛化等问题

，基层治理出现农民“无过错原则”，即凡是发生干群矛盾，过错都被认定在基层干部一方，形塑出的

干群关系的失衡挑战着基层治理能力。

第一，服务突破公私边界导致服务越界与政府

责任泛化[21]

，使不合作者发生场域和谋利空间不断增加。乡村治理实践中，资源下乡提供了基层组织扩大服务供

给的物质基础，服务事项从公共空间的生产性服务向私人空间的生活服务迈进。由于私人性需求具有

差异性，因此日常治理实践中的干群互动方式更多是村干部与村民的分散性对接，这为村民谋利和村

干部妥协营造了丰富的博弈场域，使基层治理表现为干部做得越多，村庄的不合作者越多。第二，政

府通过12345市长热线、网格化等治理技术创新赋予群众评价村干部的权力，并将群众满意度纳入村

干部绩效考核，彻底改变了干群之间的权力关系。12345等治理技术创新赋予了群众表达诉求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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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缺少对群众诉求的辨别能力，规定了基层干部的责任却忽视了群众的义务。因此，当村干部拒绝回

应群众不合理诉求时，群众以满意度评价要挟村干部妥协。失衡的干群关系使基层治理主体只有服务

的职能而缺乏规制的能力，使基层治理陷入不合作者无法治理的困境。

四、培育村庄主体性：优化村级治理能力的进路

公共品制度内供给与村民缺位于村级治理、村级组织行政化下村干部执行能力强化和治理动力弱化、

基层服务泛化下干群关系失衡，共同指向资源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发生的重要变化，即村庄主体的弱

化。村庄主体性具有两种内涵：其一，面对村庄社会内部，村庄具有运用社会自主力量解决自身社会

服务问题的能力[22]

，农民能主动地、自

觉地参与村级治理，并发挥创造性成为村

庄治理的中坚力量[23]

；其二，在面对国家、市

场等外在力量介入时，村庄可以自我选择接受程度[24]

，特别是面对与村集体及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治理事务时，有能力保护并捍卫村庄的合法权益。村庄

主体性弱化背景下，一方面，村级组织成为科层体制在村庄社会的延伸，村干部在规则制度指导和资

源支持下协助政府落实治理任务，自上而下的考核激励使其更为重视短期内政策执行效果，而缺乏对

治理成本和治理产生的社会性影响的考量；另一方面，村民作为服务客体接受自上而下的服务供给，

服务供给不断强化村民个人的“权利意识”，而忽视了其应承担的集体责任，也越来越难以被动员起来

通过集体行动分担村庄治理成本。因此，资源下乡背景下，培育村庄主体性是提高村级治理能力的关

键。

“陕西DZ村2009年开始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进行村庄公共品供给，一直持续有效运作。项目资金由政

府财政奖补、村民筹资、村补贴三个部分组成，主要用于修建通组路和通户路。DZ村化解村民筹资难

问题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赋予村干部再分配资源的能力，使项目建设在村庄具有竞争性特点，农民的

参与和合作直接影响其能否获得生活公共服务的改善。具体做法是，由于公共财政和集体资金有限，

村庄每年选择一个村组施工，因此组际间必然存在着先后顺序的竞争。村干部通过充分发挥村组主动

性化解这一矛盾，即能够顺利向村民集资、能够有效做通不配合村民工作的小组，往往能够在项目竞

争中获得优势。通过充分的群众动员和参与，DZ村能够有效制约公共品供给中的不合作者，一事一议

项目在村庄有效运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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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转变村级组织的角色定位，村级组织应是国家对接村庄社会的中间结构，而非政府的执行机构

。关键在于，国家治理转型在推动治理资源和治理事务下沉的同时，应赋予村干部一定的自主治理权

力和群众动员责任。村干部自主治理权力的关键是资源再分配权力，即政府治理的对象不是分散的村

民，而是具有整体性的村庄社会。资源下乡并非完全由政府主导项目类型、落地方式、受益对象，对

于一些利益体量不大的项目类型，应赋予村庄社会进行资源再分配的权力，尤其是村干部在村内进行

资源调配的能力，如村干部可以根据村庄需求情况和村民配合程度决定项目类型和落地对象选择。赋

予村干部资源再分配权力具有两种意义：第一，通过使村干部掌握稀缺资源赋予其制约不合作者的能

力，使干群关系重归平衡。如在面对以谋利为目标行不合理诉求的村民，村干部经由村庄社会集体决

策有修改项目具体实施方案的权力。在承认村干部资源再分配权力的基础上，当村干部在合理合法框

架下治理不合作者时，基层政府应给予村干部合法性支持，而非在维稳压力下对不合作者作无底线让

步，进而消解村级治理的合法性；第二，掌握资源再分配能力能够形成对村干部的政治激励，有利于

激发村干部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一政治激励既来源于对村干部村民“当家人”和基层政府“代理人

”身份的强化。村干部是治理的主体而非执行的机器，村级治理是一种能够呈现个人能力的创造性工作

而非标准化的执行工作。从而使村干部在进行村庄治理时重视治理的社会性影响、社会性评价和治理

成本，进而调整治理行为达成善治目标。

其次，在强调村民接受国家服务权利的同时，也要更加重视村级治理中的群众动员，强调村民在村级

治理中应履行的责任，即在村级治理中，村民既是权利主体，也是责任主体[25]。在村级治理实践中

，村民参与是重要的治理资源，有望从两方面改善基层治理实践：第一，通过发挥社会资本优势内化

治理成本，降低村级治理的行政成本和经济成本。在具有熟人社会特征的村庄社会，地缘和血缘关系

交错联结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社会规范功能，闲话、例外化、社会性排斥等是社会性惩罚的主要手

段，在不合作者治理中，能够弥补行政力量的不足；第二，村民参与公共治理表达集体利益诉求，有

利于自上而下资源输入与自下而上治理需求有效对接，从而提高治理效率。

以资源输入为载体实现对村民的动员，是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主要路径。村民主动参与并能够在村级

治理中发挥治理效力须有两个前提：第一，村民具有参与的内生动力，主要取决于村庄是否具有吸引

村民参与的利益激励；第二，村民具有参与的途径，取决于村级治理是否预留了村民参与的制度空间

。资源下乡可从以下两方面形成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激励。一方面，吸纳村民参与村庄资源的分配决

策，使村民需求实现程度与组织化参与程度直接相关，将理念上的国家资源转变为服务村民需求实现

的具体资源，从而激发村民参与热情。因此，这一资源供给方式便不再是政府单向度的资源输入，而

是村民与国家的双向互动，要通过协商“单元、平台、内容、主体、流程、制度、结果、保障”等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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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化配合，破解民主形式与人民需求衔接不充

分的现实[26]

，参与的体验感是村民获得感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提供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多

种途径。国家资源输入回应的并非村民个性化的需求，治理的公共性要求资源输入回应的必须是村庄

的集体需求。组织化是将具有分散性和异质性的村民进行公共性整合的重要方式，是实现与国家资源

集体性对接的基础。因此，在村级治理中，应重视小组作为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联结的熟人社会单元

在组织村民参与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村级组织可鼓励和引导村民成立老年人协会、巾帼妇女队等村

民自组织，为村民常态化参与治理提供空间。

五、结语

南京A村的田野调查实践表明，国家资源下乡并不必然带来村级治理能力的提高和村庄社会秩序的达

成，资源落地过程出现的维权型不合作者向谋利的转型极大挑战了村级治理能力。村干部为了能够顺

利推进任务落实而在国家资源支持下通过利益让渡“摆平”不合作者，虽然在短期内推进了具体治理任

务的落实，但其形成的不合作者蔓延进一步削弱了村级治理能力和村干部的权威。公共品制度内供给

与村民参与虚化、村级治理行政化与村干部治理动力弱化、基层治理服务泛化与干群关系失衡等是资

源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能力弱化的主要原因，而培育和发挥村庄主体性，赋予村干部资源再分配权力

，强化村民在村庄治理中的组织化参与能力，通过资源实现群众动员，是资源下乡背景下实现基层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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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 to transform the input of national

resources into the improvemen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issue.

The empirical case of A Village in Nanjing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implementation,

the challenge to the village-level governance ability is posed by the benefit game of the villagers

motivated by profit. Under the pressure of assessment, the village cadres follow the logic of

"balancing" rather than "governance", and obtain the cooperation of the villagers through benefit

exchange. The village falls into the dilemma of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but ineffective governance.

The main causes of the weakening of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the village level are the lack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the weakening of the motivation of village cadres' governance and the

imbal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dres and the masses, which are caus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such as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in the system, the

administration of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eneral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ervi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source supply to the countryside. The key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resource input into the improvement of village-level governance ability

i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village subjectivity. Enabling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s to redistribute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farmers' ability to organize and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are important ways to improve village-level governance abi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sources being sent to the countryside.

Keywords: resources going to rural areas; grassroots governance; village level governance; non

collaborators;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rffect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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